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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开展家庭旅游消费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有利于从微观家庭层面深入理解我国旅游市场，缓解旅游消费

不平等问题，为切实提高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制定更为精准的旅游发展相关政策提供理论支

持。本文基于新人力资本理论，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的数据，运用Heckman模型和工具变量

法等计量方法，实证探讨了家庭财务决策者的非认知能力与家庭旅游消费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的作用机

制。结果表明：第一，家庭财务决策人的非认知能力显著正向影响家庭旅游意愿和家庭旅游支出；第二，

家庭财务决策人的非认知能力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在中高收入、中低受教育程度家庭财务决策人和女

性家庭财务决策人的家庭中影响更强；第三，家庭财务决策人的非认知能力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是通

过促进家庭社会资本累积实现的。上述结论具有一定稳健性，且在克服内生性偏误后仍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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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new human capital theor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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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ve skills of household financial decision-makers and household tourism consumption, as 
well as their roles,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data in 2018, utilizing eco-
nometric methods like the Heckman model and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The study’s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non-cognitive skills of household financial decision-makers have a sig-
nificant and positive impact on household travel intentions and expenditures. Furthermore, this 
impact is more pronounced in households where the financial decision-maker has a middle to 
high income status, middle to low level of education, or is female. In addition, the impact on 
household travel expenditures is realized through the promotion of household social capital. 
These findings are robust and remain valid after effective correction of endogeneity b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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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中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伴随着工业生产速度的放缓而放缓，第二产业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

用逐渐减弱，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已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1]。旅游业作为服务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逐渐成为拉动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但当前，中国旅游消费占居民总消费比重依然较小，其经济拉动作用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因此开

展有关旅游消费的研究，特别是旅游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与社会意义[2]。 
家庭作为中国居民生活的基本单位，同时也是旅游消费的重要组成单位，往往涵盖了不同年龄阶段、

不同身份特征的个体，因此，以家庭视角来研究旅游消费的影响因素，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与研究普适

性。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因素研究的成果已经有了不少的积累，整理既有的

相关研究成果，发现仍然存在几点有待完善之处：第一，许多学者倾向于利用微观调查数据考察旅游

消费影响因素问题，但以往的研究大多采用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回归进行探究，由

于 OLS 回归不能解决微观调查数据的样本选择偏误问题，降低了分析结果的准确性[3]。第二，以往国

内外研究者对家庭旅游消费在家庭财务决策人个体层面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集中在个体解释变量层

面，极少有学者研究个体的心理变量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4]。第三，关于家庭旅游消费影响因素的

研究往往聚焦于经济类因素展开，特别是收入层面，忽视了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等非经济类因素对旅

游消费的影响[3] [5]。 
非认知能力(non-cognitive skills)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是一种内在的稳定的个体特质，是指“个体为适

应特定的生活场景而产生的个人想法、感觉和行为的持久性模式”[6]，可以对个体的经济行为与表现产

生长期的影响[7]。近年来，随着新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非认知能力越来越受到来自经济学和教育学领

域的学者的重视。多项研究表明，非认知能力对教育、收入、消费、创业选择、工作表现、金融投资以

及生活满意度等都具有显著的影响[8] [9]。但以往对非认知能力的研究主要关注于非认知能力对个体教育

和收入的影响[10] [11]，而忽略了非认知能力对个体消费行为的影响，关于非认知能力对高质量消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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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旅游消费)的影响研究则更为罕见[12]。 
鉴于此，本文将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2018 年的数据，在充分考

虑了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从微观角度实证研究家庭财务决策者的非认知能力与家庭旅游消费的关系，

尝试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家庭财务决策者的非认知能力是否能显著影响家庭旅游消费？如果影响，其影

响在不同特征的家庭中是否存在异质性？其影响的机制又是什么？ 
同以往文献相比，本文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研究方向的创新。在旅游消费影响因素研究领域，很

少有学者探究人力资本等非经济类因素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本文则基于新人力资本理论视角，探究

中国城乡居民家庭的家庭财务决策人的非认知能力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第二，研究数据和方法创新。

本文选取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微观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样本质量较高，且覆盖全国，具有较高的普适性，

同时利用 Heckman 两阶段模型克服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可以更有效地分析中国城乡居民的旅游消费影响

因素。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对旅游企业具有启示意义。在现实营销场景中，相比于收入，消费者

的非认知能力更加稳定且方便测量，避免让被测量的对象产生戒备心理，因此本研究对于帮助旅游企业

制定精准的营销方案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第二，能丰富旅游消费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本文基于新人

力资本理论的视角，探究非认知能力对中国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丰富了旅游消费影响因素相关研

究，为旅游消费不平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 

2. 文献综述 

2.1. 非认知能力对旅游消费的影响 

人力资本的提升能改善消费不平等现象，影响家庭消费水平[13]，促进文化消费升级[14]。非认知能

力作为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可以通过改变消费者感知、处理和评估信息的方式来影响消费者的选择[15]。 
邓士昌和高隽(2015)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考察非认知能力对冲动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外向性、

神经质、开放性等非认知能力的子维度上得分更高的个体往往更容易发生冲动消费行为[16]。Good M C
和 Hyman (2020)则通过实验发现，拥有宜人性、外向性更高的个体更容易为享乐/服务型产品买单[17]。
旅游产品是典型的享乐/服务型产品，因此，可以推测高宜人性和高外向性的个体进行旅游消费的意愿也

更高。 
在进行旅游消费时，非认知能力可以通过影响旅游感知、旅游行为和旅游偏好等进一步影响旅游消

费支出的金额。在旅游感知方面，宜人性与尽责性显著正向影响对旅游目的地的满意度与忠诚度，这表

明，拥有积极情绪管理能力的个体可能更容易体会到旅游的乐趣，从而达到刺激旅游消费的作用[18]。在

旅游行为方面个体在情绪稳定性、尽责性、宜人性、开放性等维度的得分会显著积极影响旅游者的亲生

态行为[19]。在旅游偏好方面，非认知能力更高的个体往往更加乐观积极，而积极情绪状态下的个体愿意

为旅游花费的金钱更高[20] [21]。 
由于旅游感知、旅游行为、旅游偏好等是影响旅游消费行为的重要内在因素[4] [22]，因此这些研究

为非认知能力与旅游消费建立了连接，并且从中可以推断出非认知能力对旅游消费的影响是正向的。以

往的研究往往聚焦于不同的非认知能力子指标对消费或旅游的影响差异，缺少将非认知能力视为统一的

能力指标探讨其对旅游消费影响的研究，且目前仍没有研究直接构建起综合的非认知能力与旅游消费之

间的关联。 

2.2. 非认知能力影响家庭旅游消费的路径 

家庭财务决策人的非认知能力影响着家庭的消费理念与财务决策水平，家庭财务决策人的非认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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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提高有助于家庭消费升级与家庭消费结构的优化[23]，并通过以下两个路径提升家庭旅游消费。 
第一，非认知能力通过提升家庭经济预期促进家庭旅游消费。一方面，非认知能力较强的个体，往

往抗压能力、风险承担能力以及自我调节能力都更强，且更加积极乐观，对未来的经济状况会更有信心，

因此更乐于为旅游项目付费[24] [25] [26]；另一方面，根据经济学中的“持久收入假说”，影响消费者

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是其永久收入，即能够预期到的未来长期收入[14]。非认知能力可以通过影响教育

获得和职业筛选机制调整家庭收入结构，例如对工资收入产生促进作用[11] [27]，工资性收入相对稳定

且可预见，是持久性收入的重要来源，能够降低居民对收入的不确定性预期从而刺激居民增加旅游消费

[28] [29]。因此，非认知能力更高的个体，对家庭未来的经济预期往往更高，从而更积极地进行家庭旅

游消费。 
第二，非认知能力通过促进家庭社会资本累积促进家庭旅游消费。社会资本是个体从社会或群体间

的人际关系、机构等中获取的非经济类财富，可作为家庭经济行为的辅助性因素，可以为旅游消费提供

物质保障[5] [13]。非认知能力更高的个体往往人际交往能力较强情绪也更为稳定，因此，拥有较高非认

知能力的家庭财务决策人能有效促进家庭社会资本的积累，进而刺激家庭旅游需求[7]。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8 年调查问卷。这是一

项面向中国城乡家庭的全国性大规模社会跟踪调查项目，样本量大且覆盖面广。问卷调查内容涵盖了

家庭财务决策人个人特征、家庭经济特征、家庭基本特征、个体的非认知能力等多个方面，为本文的

实证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撑。2018 年的数据共涉及 31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2611 个社区、15,051 户

城乡家庭和 37,354 个个体。基于本文的研究目标，利用 stata 17 对样本进行了筛选、清理与合并，剔

除掉“拒绝回答”、“不适用”、“不知道”和缺失值等信息，最终得到基准回归的有效家庭样本为

10,745 个。 

3.2. 变量选取 

因变量：家庭旅游消费，包括家庭旅游意愿和家庭旅游支出两个维度。本文基于 CFPS 2018 问卷，

根据“过去 12 个月，您家的旅游支出是多少？”这一问题构造了两组因变量，即连续变量家庭旅游支出

对数 1 与虚拟变量家庭是否出游，以更全面地探究非认知能力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 
自变量：非认知能力。本文基于 CFPS 2018 问卷和《中国大五人格问卷》[30]，从 5 个维度对非认

知能力进行测量，共 16 个子指标、24 个问题[11] [30] (具体见表 1)。由于非认知能力评价指标所涉及的

CFPS 中的问题分值有两类，所以需要对所有的问题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便于后期进行加总，标准化后

各个子指标均值为 0，标准差为 1，赋值越大，相应维度的非认知能力得分越高。接着对标准化后的子指

标进行加总平均，可以求出 5 个维度的非认知能力得分。 
 
Table 1. Measures of non-cognitive skills 
表 1. 非认知能力的测量指标 

五个维度 子指标 题项及得分 

Extraversion 
乐群性 认为不孤单很重要(1~5) 

热情性 开朗善社交(1~5) 

 

 

1家庭旅游支出对数 = log (1 + 家庭旅游支出)，家庭年收入支出对数 = log (1 + 家庭年收入)，目的是处理 0 值。 

https://doi.org/10.12677/wer.2023.124051


邱洁威，杨淑婷 
 

 

DOI: 10.12677/wer.2023.124051 485 世界经济探索 
 

Continued 

Extraversion 
活跃性 

含蓄保守(1~5，负向处理) 

爱说话(1~5) 

正性情绪 认为生活有乐趣很重要(1~5) 

Neuroticism 

焦虑性 
容易紧张(1~5，负向处理) 

经常会担心(1~5，负向处理) 

抑郁性 
近一周内情绪低落频率(1~4，负向处理) 

近一周内悲伤难过的频率(1~4，负向处理) 

脆弱性 

认为压力是放松的，能很好地应付压力(1~5) 

近一周内，做任何事都很费劲的频率(1~4，负向处理) 

近一周内，觉得生活无法继续的频率(1~4，负向处理) 

Conscientiousness 

自我控制 做事有效率(1~5) 

勤奋性 
有成就感的重要性(1~5) 

往往很懒惰(1~5，负向处理) 

审慎性 严谨认真(1~5) 

Openness 

创造性 
想象力丰富程度(1~5) 

具有独创性(1~5) 

审美 重视艺术和审美的体验(1~5) 

价值性 认为传宗接代很重要(1~5，负向处理) 

Agreeableness 

体贴性 
粗鲁(1~5，负向处理) 

天性比较宽容(1~5) 

利他性 为他人着想(1~5) 

顺从性 不被讨厌的重要性(1~5) 

 
在此基础上，考虑到非认知能力的 5 个维度指标两两之间的相关性较弱 2，因此直接对 5 个维度进行

加总平均合成非认知能力的总指标，以探讨非认知能力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 
控制变量：为了避免遗漏变量问题，本文尽量控制了影响中国城乡居民家庭旅游消费的其他相关变

量。回顾以往关于旅游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选取了以下三类控制变量：第一，家庭财务决策人个人特

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工作状态、健康水平；第二，家庭经济特征，包括：

家庭年收入对数、家庭所有贷款对数、房产类型；第三，家庭基本特征，包括：户口、所处地区、家庭

人口数量等相关变量[1] [2] [31]。表 2 和表 3 分别给出了样本全部变量的具体取值定义和描述性统计。 
T 检验结果显示，过去一年有旅游支出的家庭其家庭财务决策人的非认知能力显著高于过去一年无

旅游支出的家庭，因此我们可以初步得出家庭财务决策人的非认知能力越高的家庭越容易出游的推测，

但这一结果仍需要更严谨的检验。 

 

 

2一般认为，Pearson 相关系数小于 0.6 则不需要通过主成份分析法求总指标，本文所用非认知能力子指标两类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

于 0.4，因此不再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构造非认知能力总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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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Definition of variables 
表 2. 变量的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自变量 
家庭旅游支出对数 过去一年受访者家庭旅游支出(元)，取自然对数 

家庭是否出游 过去一年有家庭旅游支出 = 1，过去一年无家庭旅游支出 = 0 

因变量 非认知能力 对家庭财务决策人在五个维度的非认知能力得分进行加总平均 

控制变量 

性别 家庭财务决策人的性别，男 = 1，女 = 0 

年龄 家庭财务决策人的年龄，具体数字 

受教育年限 家庭财务决策人的受教育年限，具体年限(0~22 年) 

就业状态 家庭财务决策人是否有工作，有工作 = 1，没有工作 = 0 

健康水平 家庭财务决策人自评的健康水平，1~5，不健康–非常健康 

户口 现在的户口所在地，农业 = 0，非农 = 1 

地区 家庭所处地区，西部 = 1，中部 = 2，东部 = 3 

婚姻 家庭财务决策人的婚姻状态，无配偶 = 0，有配偶 = 1 

房产类型 
家庭房产类型，其他 = 1，廉租房、公租房、市场上租的房子、亲戚/朋友

的房子 = 2，公房(单位提供的房子) = 3，家庭成员拥有部分产权 = 4，家庭

成员拥有完全产权 = 5 

家庭人口规模 家庭成员数，取具体数值 

家庭收入对数 家庭年收入取自然对数 

家庭贷款对数 家庭贷款取自然对数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表 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全样本 有旅游支出家庭 无旅游支出家庭 均值 
T 检验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家庭旅游支出对数 2.14 3.54 0.00 12.21 7.72 1.42 0.00 0.00 7.72*** 

家庭是否出游 0.28 0.45 0.00 1.00 1.00 0.00 0.00 0.00 1.00 

非认知能力 0.01 0.35 −1.64 1.20 0.07 0.33 −0.01 0.36 0.08*** 

性别 0.52 0.50 0.00 1.00 0.49 0.50 0.53 0.50 −0.04*** 

年龄 50.64 14.04 18.00 93.00 46.90 14.29 52.07 13.67 −5.16*** 

受教育年限 7.89 4.57 0.00 22.00 10.56 4.17 6.86 4.30 3.70*** 

健康水平 2.85 1.21 1.00 5.00 3.00 1.09 2.79 1.25 0.21*** 

就业状态 0.76 0.43 0.00 1.00 0.74 0.44 0.77 0.42 0.02*** 

户口 0.28 0.45 0.00 1.00 0.50 0.50 0.19 0.39 0.31 *** 

地区 2.14 0.83 1.00 3.00 2.29 0.80 2.07 0.83 0.22*** 

婚姻 0.91 0.29 0.00 1.00 0.92 0.26 0.90 0.29 0.02*** 

房产类型 4.51 1.14 1.00 5.00 4.44 1.18 4.54 1.13 −0.11*** 

家庭人口规模 3.90 1.78 2.00 21.00 3.76 1.63 3.95 1.82 −0.19*** 

家庭收入对数 10.93 1.11 0.00 16.03 11.57 0.87 10.68 1.09 0.89*** 

家庭贷款对数 3.939 5.40 0.00 15.48 4.40 5.76 3.77 5.25 0.64*** 

注：T 检验结果分别以*、**和***代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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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模型设定 

由于 CFPS 数据库中存在着由于数据缺失而无法进入回归过程的另一部分家庭样本，无法确定该数

据缺失是随机发生的，由此可能导致的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基于此，本文采用 Heckman 的样本选择模型

进行两步估计(Two-step estimation)来克服样本选择偏误问题。首先，建立一个基于理论的概率模型，并

对整体样本进行 Probit 回归，得到对样本中所有个体的事件发生的概率拟合值；再将该拟合值加入到回

归模型中，以减小样本选择偏误导致的估计偏差。Heckman 第一阶段选择方程(Probit selection equation)
如下： 

( ) ( )1 1 11_ 1 n
i i i i iiprob Fam travel X Abilityϕ α β β ε

=
= + + += ∑                  (1) 

第一阶段的选择方程(1)式中，以“过去一年受访家庭是否出游”为被解释变量； ( )φ ⋅ 是累积的正态

分布函数；α1是常数项；Xi 是除非认知能力外影响样本家庭出游的 n 个因素，βi是相应的待估参数；Abilityi

表示第 i 个家庭家庭财务决策人的非认知能力得分，β1 是相应的待估参数，表示在控制其它因素不变的

情况下，家庭财务决策人的非认知能力对家庭旅游意愿的影响系数；𝜀𝜀1𝑖𝑖为随机扰动项，依据本公式对所

有样本进行 Probit 估计。 
其中， _ 1iFam travel = 表示过去的一年受访家庭有旅游支出， 0_ iFam travel = 表示过去的一年家庭没

有旅游支出即并未出游。 
在通过 Probit 模型计算出每一个样本家庭的“过去一年受访家庭出游”的倾向之后，可以得到第二

阶段的转换比率λ以修正第二阶段的选择性偏误。转换公式为： 

( )
( )

0

0

i

i

z
z

φ γ σ
λ

ϕ γ σ
=                                     (2) 

其中， ( )0izφ γ σ 为标准正态分布的密度函数， ( )0izϕ γ σ 为相应的累计分布函数。 
接下来利用 OLS 方法考察非认知能力对家庭旅游支出的影响，并把(2)式中求出的转换比率λ引入模

型，以修正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因此，Heckman 第二阶段修正公式如下： 

( ) 2 2 1 2ln _ expi i i iTravel Ability Xα β γ θ ε= + + + +                       (3) 

在(3)式中，被解释变量 ( )ln _ expiTravel )是第 i 个受访家庭过去一年旅游支出的自然对数；Abilityi 表示第

i 个家庭家庭财务决策人的非认知能力得分；Xi 为一组影响家庭旅游支出的控制变量；θ是转化比率 λ的
影响系数即样本选择偏误的影响系数；α2和 β2是在控制样本选择偏误前提下待估参数的向量；ε2i是在控

制样本选择偏误前提下的随机扰动项。 
β2 表示在控制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家庭财务决策人的非认知能力对家庭旅游支出对数的影响系

数。通过回归估计，可以得到这一系数的估计值及显著性。 

4. 实证分析 

4.1. 主效应检验 

为了更加全面地探讨非认知能力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且得到更加稳健的回归结果，本文采用了

四个模型进行主效应检验，其中模型 1 是利用 OLS 回归模型做基准回归分析 3，列(1)考察了全样本家庭，

列(2)仅加入了有旅游支出的家庭以单独考察非认知能力对家庭旅游支出的影响；模型 2 是 Logit 模型，

考察非认知能力对家庭旅游意愿的影响；模型 3 是利用 Heckman 两阶段模型进行的回归检验分析，选择

方程考察非认知能力对家庭旅游意愿的影响，回归方程考察非认知能力对家庭旅游支出的影响；为进一

 

 

3本文对该模型进行了 VIF 多重共线性检验，VIF 值为 1.24 小于 5，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https://doi.org/10.12677/wer.2023.124051


邱洁威，杨淑婷 
 

 

DOI: 10.12677/wer.2023.124051 488 世界经济探索 
 

步保证分析结果的稳健性，在模型 4 中，本文通过缩尾法剔除自变量，即删去家庭财务决策人非认知能

力数据中的前 2.5%最大值和后 2.5%最小值样本进行重新检验。经验证，模型 3 与模型 4 中的 Inverse Mills 
Ratios (IMR)在 1%置信水平上显著不为零，适合采用 Heckman 两阶段模型进行计量分析。主效应检验结

果见表 4。 
 
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baseline model 
表 4. 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OLS 模型 Logit 模型 选择方程 回归方程 选择方程 回归方程 

(1) (2) (3) (4) (5) (6) (7) 

非认知能力 0.41*** 
(4.76) 

0.22*** 
(3.06) 

0.30*** 
(3.92) 

0.18*** 
(4.06) 

0.49*** 
(4.21) 

0.19*** 
(4.16) 

0.52*** 
(4.24) 

性别 −0.23*** 
(−3.67) 

−0.14*** 
(−3.01) 

−0.12** 
(−2.38) 

−0.07** 
(−2.44) 

−0.25*** 
(−3.45) 

−0.07** 
(−2.44) 

−0.25*** 
(−3.45) 

年龄 −0.01*** 
(−4.29) 

0.01** 
(2.21) 

−0.01*** 
(−5.66) 

−0.01*** 
(−5.53) 

−0.01* 
(−1.78) 

−0.01*** 
(−5.55) 

−0.01* 
(−1.78) 

受教育年限 0.149*** 
(18.42) 

0.06*** 
(6.88) 

0.11*** 
(14.35) 

0.063*** 
(14.81) 

0.155*** 
(7.29) 

0.06*** 
(14.81) 

0.16*** 
(7.29) 

健康水平 0.027 
(1.08) 

−0.04* 
(−1.71) 

0.03 
(1.47) 

0.02* 
(1.74) 

−0.00 
(−0.08) 

0.02* 
(1.71) 

−0.003 
(−0.10) 

就业状态 −0.17** 
(−2.14) 

−0.11* 
(−1.71) 

−0.18*** 
(−2.79) 

−0.10*** 
(−2.74) 

−0.31*** 
(−3.23) 

−0.10*** 
(−2.75) 

−0.31*** 
(−3.24) 

户口 1.32*** 
(14.77) 

0.42*** 
(7.48) 

0.58*** 
(9.68) 

0.37*** 
(10.44) 

0.97*** 
(7.43) 

0.37*** 
(10.44) 

0.97*** 
(7.43) 

地区 0.10** 
(2.53) 

−0.05 
(−1.63) 

0.06* 
(1.75) 

0.032* 
(1.75) 

0.00 
(0.02) 

0.032* 
(1.77) 

0.00 
(0.03) 

婚姻 −0.14 
(−1.37) 

−0.017 
(−0.20) 

−0.03 
(−0.28) 

−0.028 
(−0.53) 

−0.04 
(−0.27) 

−0.03 
(−0.52) 

−0.03 
(−0.26) 

房产类型 0.015 
(0.54) 

0.08*** 
(3.60) 

0.00 
(0.06) 

−0.00 
(−0.14) 

0.07** 
(2.33) 

−0.00 
(−0.14) 

0.08** 
(2.32) 

家庭人口规模 −0.11*** 
(−6.43) 

−0.05*** 
(−3.34) 

−0.09*** 
(−5.72) 

−0.048*** 
(−5.25) 

−0.13*** 
(−4.89) 

−0.05*** 
(−5.24) 

−0.13*** 
(−4.89) 

家庭收入对数 0.84*** 
(17.54) 

0.55*** 
(7.87) 

0.86*** 
(23.65) 

0.44*** 
(23.50) 

1.26*** 
(8.61) 

0.44*** 
(23.51) 

1.264*** 
(8.61) 

家庭贷款对数 0.01** 
(2.05) 

−0.00 
(−0.10) 

0.00 
(0.09) 

0.00 
(0.14) 

−0.01 
(−0.96) 

0.00 
(0.13) 

−0.01 
(−0.97) 

常数项 −7.59*** 
(−13.85) 

0.61 
(0.85) 

−10.72*** 
(−24.75) 

−5.61*** 
(−24.45) 

−10.37*** 
(−4.76) 

−5.61*** 
(−24.47) 

−10.37*** 
(−4.77) 

观测值 10,745 3001 10,745 10,745 10,745 10,745 10,745 

R−squared 0.25 0.25      

R2 0.25 0.25 0.211     

注：经检验，回归结果不会受多重共线性问题干扰；括号内为 z 统计量，分别以*、**和***代表 10%、5%和 1%的显

著性水平，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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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的估计结果可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非认知能力对家庭旅游意愿和家庭旅游支出的

影响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结果具有一定稳健性，说明家庭财务决策人的非认知能力的提高既能

激发中国居民家庭外出旅游的意愿和信心，也能刺激居民出游后的支出，是影响中国城乡居民家庭旅游

消费的重要因素。 

4.2. 异质性检验 

家庭财务决策人的非认知能力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在不同特征的家庭中可能存在异质性影响。

鉴于此，本文通过 Heckman 两阶段模型分别从家庭年收入、家庭财务决策人受教育年限、家庭财务决策

人性别等三个方面来探究非认知能力对家庭旅游消费影响的潜在异质性，检验结果见表 5。 
 
Table 5. Results of heterogeneity test 
表 5. 异质性检验结果 

分组 1 

家庭年收入 

低收入 中收入 高收入 

选择方程 回归方程 选择方程 回归方程 选择方程 回归方程 

非认知能力 0.18 
(1.38) 

−0.52 
(−0.77) 

0.15*** 
(2.61) 

0.42** 
(2.23) 

0.22** 
(2.44) 

0.45*** 
(2.6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86 
(−1.60) 

9.99* 
(1.80) 

−8.68*** 
(−15.45) 

−17.09* 
(−1.94) 

−4.54*** 
(−6.00) 

−4.39 
(−1.50) 

观测值 2108 2108 6369 6369 2268 2268 

分组 2 

受教育年限 

≤9年 9 年~12 年 ≥13年 

选择方程 回归方程 选择方程 回归方程 选择方程 回归方程 

非认知能力 0.18*** 
(3.47) 

0.58** 
(2.34) 

0.18* 
(1.80) 

0.70** 
(2.15) 

0.19 
(1.45) 

0.12 
(0.7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5.22*** 
(−19.12) 

−13.03** 
(−2.01) 

−4.56*** 
(−4.14) 

−12.59** 
(−1.99) 

−7.31*** 
(−7.29) 

−0.81 
(−0.21) 

观测值 7898 7898 1679 1679 1168 1168 

分组 3 

家庭财务决策人性别 

男性 女性 

选择方程 回归方程 选择方程 回归方程 

非认知能力 0.14** 
(2.30) 

0.40*** 
(2.81) 

0.22*** 
(3.446) 

0.55*** 
(3.1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5.34*** 
(−16.26) 

−8.90*** 
(−3.25) 

−5.85*** 
(−17.85) 

−11.28*** 
(−3.46) 

观测值 5562 5562 5183 5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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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家庭年收入。家庭经济条件是影响家庭旅游消费的重要因素，非认知能力对家庭旅游消费

的影响在不同收入水平之间的家庭可能存在差异。本文参照王明康和刘彦平(2021)的做法，将家庭年收

入从低到高排序，按照 20%、60%与 20%的比例分别划分为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与高收入家庭。

估计结果显示，只有中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家庭的家庭财务决策人的非认知能力能显著正向影响家庭旅

游消费，低收入组家庭不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旅游消费品属于高层次享受型产品，非认知能力主要

通过促进社会资本累积和提高居民对未来的经济预期等方式促进家庭旅游消费，这样的影响机制需要

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32]，因此非认知能力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在中高收入群体中的影响更加突

出。结合中国国情，中等收入的家庭占大多数，高收入的家庭旅游消费能力强，因此提高中国居民的

非认知能力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内循环，具有极大的经济潜力。而当家庭过于贫困时，即使家庭财务决

策人的非认知能力较高，未来的经济潜力较大，但当下的经济基础仍然不支持其出游或在出游后产生

过高的消费。因此，对于低收入群体，相比于提高其非认知能力，帮助其实现脱贫更能有效促进其高

质量消费。 
第二，家庭财务决策人的受教育年限。本文把家庭财务决策人受教育程度依据年限划分为三个等级：

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9 年)、高中文化程度(>9 年 & ≤12 年)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13 年)。估计结果

显示，非认知能力对家庭旅游消费的促进作用仅在家庭财务决策人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下的家庭中显

著，且在高中文化程度的家庭财务决策人家庭中更为明显；在家庭财务决策人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

的家庭中，非认知能力对家庭旅游消费有正向效应但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非认知能力具有一定的社会

资本累积效应，可以补偿家庭财务决策人的教育劣势，使其对家庭未来的经济状况持有更乐观的态度，

从而更乐于进行家庭旅游消费。而对于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家庭财务决策人，其在社会中存在一

定的教育优势，教育优势已经为其带来一定的社会资本积累，社会资本累积效应对教育的补偿作用有限，

因此家庭财务决策人非认知能力的提高不能显著促进家庭旅游消费。截止至 2018 年，中国的九年义务教

育制度自 1986 年起已执行 32 年，低文化程度的家庭财务决策人可能本身综合条件较差，难以支持其完

成更高程度的教育。文化程度较低的家庭财务决策人往往对旅游活动的认知有限，更加传统和保守，容

易认为旅游是一种“华而不实”的活动，且在出游时遇到的各类障碍越多(例如：交流障碍、工具障碍、

行动障碍等等)，但受教育程度达到高中水平的家庭财务决策人，其受教育水平可以让其更好地解决出游

时遇到的各类障碍，观念也更加开放，因此家庭财务决策人非认知能力的提高对中等文化程度家庭财务

决策人的家庭旅游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强。 
第三，性别。近年来，随着中国女性地位的提升，中国城乡居民家庭中女性家庭财务决策人的比例

也大大提升，在本文的全样本家庭中，女性家庭财务决策人的比例也达到了 48.24%，因此研究家庭财务

决策人在家庭旅游消费中的性别差异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无论是男性家庭财务

决策人家庭还是女性家庭财务决策人家庭，非认知能力对家庭旅游消费的正向影响均显著；无论是对家

庭旅游意愿还是家庭旅游支出，非认知能力的提高对女性家庭财务决策人家庭中促进作用都更强。 

4.3. 影响机制检验 

本文认为家庭财务决策人的非认知能力可能通过提升家庭经济预期和促进家庭社会资本累积两条路

径影响家庭旅游消费。但是，受限于 CFPS 2018 数据库的局限性，本文仅实证检验社会资本累积效应在

非认知能力与家庭旅游消费之间的中介作用。本文参考徐思琪和吴志才(2021)的做法，将家庭每月邮电通

信费和人情礼支出加总后取对数生成社会资本变量，并采用 Bootstrap 方法进行验证，抽取 5000 个

Bootstrap 样本进行 95%的置信区间估计，以探讨社会资本效应在非认知能力和家庭旅游消费之间的中介

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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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Results of the mediation effect test 
表 6.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效应类型 路径关系 效应值 β LLCI ULCI p 占比% 

总效应 1 非认知能力→家庭旅游意愿 0.04 0.02 0.07 0.00 - 

直接效应 1 非认知能力→家庭旅游意愿 0.04 0.01 0.06 0.01 79.55 

间接效应 1 非认知能力→社会资本→家庭旅游意愿 0.01 0.01 0.01 0.00 20.45 

总效应 2 非认知能力→家庭旅游支出 0.39 0.22 0.56 0.00 - 

直接效应 2 非认知能力→家庭旅游支出 0.31 0.15 0.48 0.00 81.09 

间接效应 2 非认知能力→社会资本→家庭旅游支出 0.07 0.05 0.10 0.00 18.91 

 
由上表可以发现，社会资本在非认知能力与家庭旅游意愿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占比为

20.45%，为部分中介；社会资本在非认知能力与家庭旅游支出之间的中介效应同样显著，中介效应占比

为 18.91%，同样为部分中介，说明非认知能力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过程中还存在着社会资本累积效应

以外的影响机制。 

4.4. 内生性讨论 

在前文的回归中，本文尽可能控制了相关变量，但仍难免有遗漏变量，且本文的大多数变量来自于

受访者的自我报告，使得模型可能面临样本选择偏误、反向因果或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可能影响本

文回归结果的准确性和可信度。前文的回归已经通过 Heckman 选择模型解决了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因此

本文接下来将主要关注遗漏变量与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的解决。 
本文选取了两个工具变量：家庭财务决策人的年阅读量(连续变量)和家庭财务决策人与父母的亲近程

度(分类变量，1~5)以解决内生性问题。因为以往的研究表明：父母的养育方式越健康积极非认知能力就

越高，而健康的养育方式往往意味着成年之后子女与父母的联系就越密切[33]，同时，阅读课外书籍可以

有效提高个体的非认知能力[34]。 
因此，本文选取了其中两道表示家庭财务决策人与父母亲近程度的问题：“过去 6 个月，您与您的

母亲关系如何”、“过去 6 个月，您与您的父亲关系如何”，受访者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打分，分值在 1
到 5 之间，1 代表非常不亲近，5 代表非常亲近，然后两个问题分值加总平均可以得到变量“与父母的亲

近程度”，对于父母中有一方已经去世的受访者仅取与未去世一方父亲或母亲的亲近程度。并且选取了

一道表示家庭财务决策人年阅读量的问题：“过去 12 个月，不包括以工作和考试为目的的阅读，总共读

完多少本书？”，受访者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取值为具体整数数值。 
经过 Heckman 回归检验，两个工具变量均与家庭旅游消费无显著关系 4，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条

件。为克服非认知能力对家庭旅游意愿与家庭旅游支出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分别使用工具变量 Probit 
(IV-Probit)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2SLS)进行检验，以获得更为准确的回归结果，工具变量回归及检

验结果见表 7。 
检验结果显示，一阶段 F 检验统计值为 46.65，满足大于 10 的经验法则，可排除弱工具变量问题；

Sargan 统计量的 P 值大于 0.1 说明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工具变量的选择合理。家庭财务决策人的年阅

读数量和家庭财务决策人与父母的亲近程度均显著正向影响家庭财务决策人的非认知能力，两个工具变

量均符合内生性条件。 

 

 

4限于篇幅，此部分回归结果不再展示，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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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Instrumental variable tests 
表 7. 工具变量检验 

 2SLS IV-Probit 

模型 一阶段 二阶段 一阶段 二阶段 

变量 非认知能力 家庭旅游支出 非认知能力 家庭旅游意愿 

序列号 (1) (2) (3) (4) 

非认知能力  1.99** 

(0.76)  0.24** 

(3.60) 

年阅读量 0.01** 

(2.02)  0.01* 

(1.94)  

与父母的亲近程度 0.08***  0.08***  

 (12.28)  (12.2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1.158*** −8.329*** −1.161*** −5.546*** 

 (0.07) (1.20) (0.07) (0.39) 

观测值 5341 5341 10,752 10,752 

R2  0.26   

F 46.65***   

 
由上表可知，在使用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非认知能力对家庭旅游消费依旧有显著的正向促

进作用，与前文的回归分析结论相同。另外，IV-Probit 模型的系数估计值为 0.24，大于 Heckman 模型第

一阶段的估计值 0.18，2SLS 模型第二阶段的系数估计值为 1.99 大于 Heckman 第二阶段的 0.49，说明非

认知能力对家庭旅游消费的正向影响是稳健可靠的，但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 

5. 研究结论及建议 

本文基于 CFPS 数据，用从微观层面实证评估了家庭财务决策人非认知能力与家庭旅游消费的关系，

结论验证了提升居民非认知能力对促进中国居民旅游消费的积极意义。这一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克服

内生性偏误后依旧成立。具体结论如下。 
第一，家庭财务决策人非认知能力的提高能显著提升家庭旅游意愿，这对于提高中国居民旅游市场

参与率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二，家庭财务决策人非认知能力的提高能显著提高家庭旅游支出，非认知能力更高的个体往往旅

游支出也更高，这对于旅游企业制定营销方案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第三，家庭财务决策人非认知能力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在不同特征的家庭中存在异质性。在中高

收入的家庭中，非认知能力对家庭旅游消费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在低收入家庭中不显著，对中等收入

家庭的促进作用最为突出；对于家庭财务决策人的受教育年限，非认知能力对家庭旅游消费的促进作用

仅在家庭财务决策人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下的家庭中显著，在家庭财务决策人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

上的家庭中，非认知能力对家庭旅游消费有正效应但不显著；对于家庭财务决策人性别，非认知能力对

女性家庭财务决策人家庭的旅游消费的促进作用更突出。结合中国中等受教育程度和中等收入程度的居

民所占的人口较多，近年来女性家庭财务决策人的比例也在逐渐增多的国情，提升中国居民的非认知能

力能有效提高中国旅游市场参与率及国内居民旅游消费金额，具有极大的经济意义。但是对于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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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文化的家庭财务决策人，非认知能力的提高对家庭旅游消费的促进作用有限。 
由此，本文提供了如下建议：第一，在现实营销场景中，旅游企业在描绘用户画像的时候可以加入

非认知能力指标，利用国内外通用的大五人格量表对用户特点进行分析，以辅助进行更加精准的旅游营

销；第二，提升居民的非认知能力具有巨大的经济潜力，旅游相关部门要积极推动国民非认知能力的培

养政策，不仅可以有效促进国民收入的提高，还能有效促进国民消费，拉动经济内需，促进经济内循环；

第三，对于低收入、低文化程度的家庭，非认知能力对家庭旅游消费的促进作用有限，对于此类家庭，

扶贫解困、促进基础教育实施是第一任务，另外有关部门可以通过相关政策支持低收入家庭的旅游需求，

例如减免旅游税、推出补贴政策等，从政策层面激发低收入家庭的旅游兴趣；第四，针对中高收入家庭

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可以制定差异化的营销策略，例如：针对中高收入家庭，可以推出高端旅游

产品，更注重服务和体验，而对于低收入家庭，可以设计经济实惠的旅游产品，提高旅游市场参与率；

第五，鉴于非认知能力对女性家庭财务决策人的影响更为突出，可以加强在旅游市场中对女性的定向宣

传和服务，包括提供更符合女性兴趣和需求的旅游产品，以及在广告中强调旅游对家庭幸福和人际关系

的积极影响等。通过以上建议和对策，可以更全面地促进非认知能力提升与旅游消费之间的关系，实现

旅游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通过基于 CFPS 数据的微观实证研究，深入分析了家庭财务决策人的非认知能力与家庭旅游消

费之间的关系，为家庭旅游市场的参与率和国内旅游消费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本文依旧存在着研究视

角较狭窄、影响机制探讨不够深入、数据时效性有限等问题，因此未来的相关研究可以通过以下路径对

本研究进行拓展：第一，拓展研究角度，考虑更多因素对于非认知能力和家庭旅游消费之间关系的影响，

比如家庭结构、地理位置等，以获得更全面的认识；第二，加深对影响机制的探讨，进一步深入研究非

认知能力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机制，例如：通过深度访谈或实地调查，进一步探讨非认知能力对家庭

旅游决策过程、目的地选择、旅游消费行为等方面的影响；第三，采用时效性更强的研究数据进行探究，

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问卷调查、准自然实验等方式探讨非认知能力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增强论点的

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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